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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前期的儒墨论争

——兼议“墨从儒出”

郑杰文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战国前期的儒墨论争，主要是墨子与曾子、子夏之徒等关于丧葬礼乐、非攻、兼爱、鬼明天志诸方面的论争，墨家在论争中从儒家分化出来，并形成了自己那政治、经济、伦理、哲学四位一体的早期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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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gument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Warring States

Zheng-Jiewen
（Shandong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ography and philosophy，Shandong Jinan 250100）
Abstract：The argument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in the earlier stage of Warring States was mainly between Mo Zi and the other people such as Zeng Zi and Zi Xia. They argumented about funeral and ceremony and music、object to attack、concurrently love、show ghosts clearly、will of heaven and so on. In the arguments, Mohist School became divided from the Confucianists, and formed their early stage theory that four figure in an organic whole about politics、economy、ethics and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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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淮南子·要略》讲，墨学因纠正儒学的弊端而生：“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久]伤生而害事
，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较之于儒学，墨学的特点是改“从周”为“从夏”，改周之奢为夏之俭。依此，节葬、节丧学说是墨学初创时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从墨子与时人的辩论中也可看出这一点。
一、关于节葬节丧非乐说
《墨子·公孟》：“公孟子谓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为非，子之三月之丧亦非也
。’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丧非三月之丧，是犹倮谓撅者不恭也。’”
公孟子，惠栋曰：“公孟子即公明子。”宋翔凤曰：“《孟子》公明仪、公明高，曾子弟子。……‘孟’与‘明’通，公孟子即公明子，其人非仪即高，正与墨翟同时。”
曾子以孝闻名，其弟子为维护表示孝道的 “三年之丧”的儒家主张，故与墨子发生争论。由《墨子·公孟》所载另一则故事中墨子与公孟论辩时自称自述曰“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来看，公孟的年辈资历当长于墨子。
公孟子坚持“三年之丧”，坚持的还是孔子与宰我论争此问题时孔子阐述的理由——“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以此与墨子辩论。《墨子·公孟》：“公孟子曰：‘三年之丧，学吾子
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亓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420）墨子反驳公孟，有点调侃的味道。实际上，墨子坚持的理由，也还主要是宰我对孔子申说的理由“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墨子·公孟》：“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417—418）儒家之丧制，儒家之礼乐，使“君子无日以听治，庶人无日以从事”，故墨子非之。
久丧繁礼不但妨害“君子听治”、“庶人从事”，还糜费钱财，故墨子倡导节俭，这自然遭到儒家之徒的反对。墨家诸多“从俭”学说，公孟子都曾予以反驳，谓墨子改革不从古。《墨子·公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或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416）墨子批判了“必古言、服，然后仁”的观点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公孟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法周之奢侈礼乐，与法夏之简朴实用，不但成为墨家与儒家历史观的区别，也是墨家与儒家在社会制度改革方面的主要区别之一。
墨家认为，与久丧繁礼同样妨害“君子听治”、“庶人从事”的还有礼乐，故墨家在反对厚葬久丧的同时，也反对儒家的繁礼淫乐，因而同样受到公孟子的质问。《墨子·公孟》：“公孟子曰：‘国乱则治之，国治则为礼乐；国贫则从事
，国富则为礼乐。’子墨子曰：‘……今子曰国治则为礼乐，乱则治之，是譬犹渴而穿井也
，死而求医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上草头，下尔）为声乐，不顾其民，是以身为刑僇，国为戾虚者，皆从此道也。’”（418—419）墨子认为“古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因为沉湎于音乐，“不顾其民”才“身为刑僇”，失去政权而遗臭万年的。将沉湎于音乐与暴王虐政联系起来，可见墨家对音乐的反对态度。

下则记载更可见墨子的“非乐”态度。《墨子·公孟》：“子墨子问于儒者曰
：‘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且以为男女之别也
。”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420--421）此则记载，墨子主动出击，向儒家发难，展开要论辩“礼乐是非”的架式；而儒家却不应战，以答非所问的“乐以为乐”搪塞过去。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当时墨家“非乐”说已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声势浩大，故使儒家无以为应。
由以上墨子与时人论辩的诸条记载，我们可以就墨家的“节葬节丧非乐”学说的形成作如下推想。
（一）据《墨子·贵义》载，墨子游说楚惠王不成的原因，穆贺归结为“贱人之所为而不用”，又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能制作“木鸢”、《墨子·贵义》又载墨子游卫“载书甚多”，故当今研究界多认为：墨子出身于当时作为“贱人”阶层的工匠，后读书成为士人。
由下层“贱人”而成为士人，才有身份及时间参与士阶层乃至执政阶层的礼乐活动，故而才惊讶于儒家推行的礼乐丧葬制度对社会资财的浪费，因此才起而反对。
（二）公孟子与墨子的辩论，皆由公孟子设题发端，主动出击；且《墨子·公孟》载公孟子曾批评墨子没有像君子那样“共己以待”别人问，甚含教训口气；而墨子以“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耳
……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谓‘不扣而鸣’邪，是子之所谓‘非君子’邪”（412—413）云云与之辩，亦反唇相讥。这可以看出：其一，公孟子似与墨子学术辈分相当，或者就是一同学习“孔子之术”的同窗；其二，公孟子主动出击且言辞含教训口气，可能其资历稍高于墨子，因见墨子所主学说逐渐远离儒学宗旨，故而教训之；其三，公孟子攻击墨子“非扣则鸣”，引发墨子申辩，这似是墨子刚刚从儒家分化出来而主动宣传自己学说时的事。
（三）墨子与曾子之徒公孟子滔滔论辩，言辞坚定且论说有理有据，可能是此时墨子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体系，已经在广做宣传，推行自己的学说了。若果这样，公孟与墨子的这些论辩，应是墨学形成的标志。
（四）由以上考论可以说，墨学初创时的内容是先从节葬非乐、校正侈糜的社会风气开始的。那么，《淮南子·要略》所言“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久]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言墨学以校正儒家繁礼淫乐为创立契机，则其言不虚。
二、关于止斗止战的非攻学说
墨子为校正儒学流弊而创立节葬节丧非乐学说，其目的是为了改革社会制度弊端，救民众于苦难。而彼时的广大民众所承受的社会苦难，更甚于执政者厚葬久丧、繁礼淫乐所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的，是诸侯连年争城夺地战争所造成的生活动荡乃至性命不保。据近、今人考证，墨子主要活动于孔子死后、孟子生前，即战国前期。而此一时期，正是“战国七雄并立”局势形成前诸侯激烈兼并时期。针对战争频仍的社会现实，墨子提出了“非攻”主张。
《墨子·耕柱》：“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豨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伤矣哉！’”（392）争论士君子“有斗”“无斗”，显然是针对墨家非攻止斗主张而发。据《墨子·耕柱》载墨子曾与骆滑氂争辩“好勇”与“恶勇”（400—401），是墨子时尚有像骆滑氂一类自恃有“勇”的士人存在。古之士人，平时督耕治民，战时披甲出战，文武兼备；至春秋末孔子教学，犹有“射、御”诸科；故“子夏之徒”以“恶有士而无斗”质问墨子。而质问者为子夏之徒，墨子之反驳并非像游说诸侯时那般就攻战弊端滔滔不绝地分析申说，这似应是墨子“学孔子之术”后发觉弊端另创新说但尚未完全脱离儒家集团，亦即尚与儒家人士经常相处，也可以说是儒墨阵线尚未完全分明时的事。
墨子先学儒家之术而后以倡导“非攻”闻名，故鲁君就“齐人攻”问题请教墨子。《墨子·鲁问》：“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雠怨行暴，失天下。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428）此文载墨子止攻之术，仅限于劝鲁君“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还没有像止楚攻宋时那样既有“义、利”等理论游说，又设守御器械，还有弟子率数百人持械助宋守城，这当是墨子非攻理论尚未完善、与非攻理论相辅而行的守御器械尚未研制成功、训练有素的守城弟子队伍尚未形成时的事。其救鲁之“策”似应是墨子“非攻”理论初创时的形态。而据钱穆多方考证，墨子救宋发生在楚惠王四十五年即公元前444年稍后。
因而，鲁君就“齐人攻”与墨子的问答，当发在墨子救宋前即公元前444年前。这次问答，应是墨家“非攻”学说萌生的标志。
墨子答鲁君问之后，认识到诸侯对攻战问题的迫切关注，故尔在此一方面思索研究，初步形成了非攻理论，用以游说诸侯，制止攻战。其初期非攻理论的核心是“战争是否合于义与利”，这从墨子止楚攻宋的两段说辞中可以看得出来。《墨子·公输》载墨子听到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后，至郢“见公输盘。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原藉子杀之。’……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盘服。……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梁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443--449）在墨子游说公输盘的说辞中，能够打动公输盘的主要是一个“义”字，“义”是士人的立身之本，故墨子以“义”动之；在墨子游说楚王的说辞中，能够打动楚王的主要是一个“利”字，是否能够战胜得利，是诸侯最为关心的事。动之以义、晓之以利，是墨子宣扬非攻学说的主要方式；以合义、得利为主要标准说明非攻理由，是墨子宣扬非攻学说的主要内容。以如此方式阐述如此内容，确能使“公输盘服”，确能使楚王“无攻宋”，可以说，以“义”与“利”游说诸侯止攻，标志了墨子非攻学说的初步形成。
除了人们熟悉的墨子止楚攻宋故事中墨子的说辞外，墨子游说鲁阳文君勿攻郑的说辞，亦对墨家非攻理论阐述得较为明白。
《墨子·鲁问》载：“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亓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431）这是以“义”游说之。
《墨子·鲁问》又载：“子墨子谓
鲁阳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于此，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譬犹小视白谓之白，大视白则谓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此若言之谓也。’”（431）这也是以“义”游说之。
《墨子·鲁问》还载：“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鲁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亓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君
，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君，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430--431）这是先以利害游说之，又以“天意”警示之。
此三则故事，在篇中连排在一起
，都是关于墨子止鲁阳文君攻郑的游说记载，可能是不同弟子就此事各自所记的杂凑，与《墨子》“十论”各有上、中、下同。就此三则记载看，墨子说鲁阳文君勿攻郑，先以“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却“书之于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说之，即以这种甚不合“义”的行为比况之；复以“窃一犬一彘，则谓之不仁；窃一国一都，则以为义”，即复以攻郑是否合“义”劝说之；又以“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的利害劝说之；不能奏效之后，又以“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威警之。可见此时墨子的非攻学说，已加进“天志说”的内容，已与“天志说”结合起来了。但申述天志天诛说时，墨子又先以“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比况，又先以天诛由天实施而不假人手的道理告诫，与《墨子·非攻》中总结的非攻能“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和“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交
大国之说，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焉率天下之百姓，以农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诸说（129—130），不但言词整饬程度有异，而且理论的成熟程度亦有异，又带有“非攻”与“天志”两种学说初步结合时的痕迹。这应是墨子非攻学说内容发生性质变化的标志。墨子游说鲁阳文君的时间，钱穆曾在考证中驳孙诒让、梁启超诸说而定在周安王八、九年，
即公元前394年或者公元前393年，已在墨子晚年。准此，是墨子的非攻学说，在晚年才与天志说结合起来。

由上引诸例可见，墨子所创立的非攻理论的要义有四。
（一）以“义、仁”作为衡量战争性质的准则。上引《墨子·公输》载，墨子至楚见公输盘，借公输盘说“吾义固不杀人”而问之曰：“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445）据《墨子·鲁问》载，墨子止楚攻宋，曾以“义”使公输盘彻底改变战争观念：“公输子谓子墨子曰：‘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443）善制攻击之械的公输盘改变了战争观念，对于推行墨家非攻学说甚为有利。
（二）以众人所不齿的偷窃行为比况不义之战。上引《墨子·公输》载墨子说楚王停止攻宋，即用此法，而《墨子·耕柱》载墨子游说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也用此法：“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今有一人于此，羊牛刍豢，雍人
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胜食也，见人之生饼，则还然窃之，曰：“舍余食。”不知耳目
安不足乎？其有窃疾乎？’鲁阳文君曰：‘有窃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旷芜而不可胜辟，訏灵数千，不可胜入
，见宋、郑之闲邑，则还然窃之，此与彼异乎？’鲁阳文君曰：‘是犹彼也，实有窃疾也。’”（399--400）
（三）以攻战于人于己均不利说之。《墨子·耕柱》载墨子游说鲁阳文君时又说：“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也。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今大国之攻小国也，守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故大国之攻小国也，譬犹童子之为马也。’”（394--395）童子骑竹马，“足用而劳”，夹竹竿曳地而行，名为“骑马”，实自劳其足。今“大国之攻小国”，与童子骑竹马同，名为获利，而是自己国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误耕误织，得不偿失。墨子直接以攻战无论对攻国还是守国都无利而有害说之。分析利害，当是墨子止战说辞中的重要内容。
（四）以预示攻必不胜制止之。此即《墨子·公输》载墨子与公输盘的“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并且已令弟子三百人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447--448）晓之以义，说之以弊，示之以利，先知胜败，故能游说诸侯，止战成功。
而以上所诸例之最应注意者，为其所蕴含的墨子非攻学说内容性质的变化。墨子的非攻学说，至迟应在墨子止楚攻宋时，即楚惠王四十五年（公元前444年）已初步形成，但当时的内容要义是“义、利”；而在墨子游说鲁阳文君时，即周安王八年（公元前394年）或九年（公元前393年），亦即墨子晚年时，墨子的非攻学说已与天志说结合起来。这是先秦墨学术史上尤应注意的问题之一。                 
三、关于“交相爱”的兼爱利人学说
墨子创立节葬节丧非乐说的起因在于纠正儒学之弊，而其学说的出发点则是为了爱人，为了减轻世人的经济负担，为了爱“生人”而不爱死人，即《荀子·礼论》所说的“刻死附生”；墨子创立非攻学说，是为了改变诸侯频繁攻战的社会局面，为了改变世人的生存环境，也是为了爱人。所以说，爱人学说是墨子所创学说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墨学的核心要义。
爱人学说与节葬学说和非攻学说是紧密相连的，墨子曾在与公输盘的辩论中涉及此问题。《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埶，亟败越人。公输子善其巧，以语子墨子曰：‘我舟战有钩强，不知子之义亦有钩强乎？’子墨子曰：‘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我钩强，我钩之以爱，强
之以恭。弗钩以爱则不亲，弗强以恭则速狎，狎而不亲则速离。故交相爱，交相恭，犹若相利也。今子钩而止人，人亦钩而止子，子强而距人，人亦强而距子。交相钩，交相强，犹若相害也。故我义之钩强，贤子舟战之钩强。’”（440--441）墨子与公输盘论“钩强”，以“交相爱，交相恭”说之，强调了他那“交相爱”的兼爱学说，将此学说作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有力工具，得出“我义之钩强，贤于子舟战之钩强”的结论。
墨子与巫马子的论辩，对兼爱学说要义申述得更为明白。《墨子·耕柱》：“巫马子谓子墨子曰：‘我与子异，我不能兼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击我则疾，击彼则不疾于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
。’子墨子曰：‘子之义将匿耶？意将以告人乎？’巫马子曰：‘我何故匿我义？吾将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则，一人说子，一人欲杀子以利己；十人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利己；天下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利已。一人不说子，一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说子亦欲杀子，不说子亦欲杀子，是所谓经者口也，杀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恶利也，若无所利而不言，是荡口也。’”（398）

此则论辩可见如下三点：其一，巫马子，苏时学谓“当为儒者”。
巫马子扬言自己“我爱邹人于越人，爱鲁人于邹人，爱我乡人于鲁人，爱我家人于乡人，爱我亲于我家人，爱我身于吾亲，以为近我也”，所宣扬的是儒家的等差亲亲之爱，可见墨家的“兼相爱”的兼爱学说也是为改造儒家“差等爱”的弊端而产生的。其二，巫马子说“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所宣扬的又不纯粹是儒家的从血缘近疏出发的“差等爱”，又近于《孟子·尽心上》所攻击的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为我说”，可见墨子宣传自己学说时面对的论敌不仅有儒家，还有“为我说”一派。其三，据钱穆考证，杨朱与孟子同时而稍前，
那么杨朱创立学说必在墨子创立学说后。据此，宣传“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的“为我说”的巫马子，必不是杨朱的学生而是杨朱的前辈。巫马子的学说出自儒家那从血缘近疏出发的“差等爱”而又不同于儒家，可见其也是从儒家分化出来而自创新说的另一学派，与墨子同，故孟子对墨子和发展了巫马子学说的杨朱大加鞭挞。
巫马子与墨子的争论不止此一次。《墨子·耕柱》又载：“巫马子谓子墨子曰：‘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功皆未至，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掺火将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贵于二人？’巫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掺火者之意。’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390--391）

此则论辩可见如下两点：其一，从巫马子的“功皆未至”中可以看出，巫马子与墨子争论时，墨家“交相爱”的兼爱学说才刚刚创立，还未产生较大的社会效应，故曰“未云利也”。其二，由巫马子“子何独自是而非我”之言可以推想，墨子曾与巫马子的“为我说”发生过激烈论战，或者在宣传学说时猛烈地抨击过巫马子的“为我说”。那么墨学初创时，与墨子激烈辩论的除儒家传人公孟子一派外，还有从儒家分化出来而为杨朱先声的巫马子一派。
从以上所引诸例，我们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一）墨子宣扬“兼相爱”的爱人学说的目的之一，在于非攻止战。墨子的非攻学说，经过了由“义、利”为游说核心向以“天志”为游说核心的转化，这当是战争兼并日益激烈，战略战术日益发展，战争武器日益进步，从而使得争城夺地日益得逞，即战争所获利益日益巨大所引发的。墨子所处的战国前期，战争频仍。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53年，晋六卿长久内战、相互蚕食吞并致“三家分晋”；公元前461年秦亡大荔；公元前447年楚亡蔡；公元前445年楚亡杞；公元前431年楚亡莒并攻郑取地；公元前414年越亡藤；公元前413年越亡郯；公元前412至公元前407年齐连续攻鲁夺地；公元前413年至公元前409年魏连续攻秦大夺地，其后魏连续三年攻中山而终灭之；公元前405至公元前404年韩魏赵联军大败齐师而攻入齐长城；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91年韩魏赵联军大战楚而大取地……战争规模日大，争城夺地日多，儒家所宣扬的“仁义”观念被抛却一边，战争获利的现实日益明显。如此情况下再以“义、利”游说止战显然是不现实的，故墨子重提“天欲人兼相爱而不欲人交相攻”的“天志”“兼爱”学说以制止战争。可见，这种变化，是社会形势的变化使然。
（二）战争规模日益扩大，步兵逐步替代甲士而在战争起主导作用；战争武器日益进步，从而使得公输盘之类工匠的重要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新型地主凭借经济实力日益取代贵族而登上政治舞台；所有这些，都使得原有的贵族等级制逐步淡化，人人平等的社会格局日益出现。因而，不再是像孔子所处的社会时代那样以调整士以上贵族间关系为社会政治第一需要，而是以调整所有社会成员间关系为社会政治第一需要。因而，墨子强调的社会成员人人相爱的兼爱学说，是符合社会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墨子是站在社会政治前列的思想家。
四、关于鬼明、鬼佑、鬼罚诸说
战国前期，有条件实施繁礼、沉湎于淫乐中的主要是彼时的当政者。而就彼时的社会变化来说，执政者是将原来鬼神祖宗所能享受、而生人只能在主祭参祭中旁听和分享“祭之余”时才有权和能够享受的东西，堂而皇之、毫无顾忌地自己享受，享受音乐歌舞、享受美酒佳肴；并且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攻城掠地，向周边扩张以扩大财富聚敛面。为了制止执政者的淫欲和扩张，墨子创立了鬼明鬼佑鬼罚学说。这一学说遭到某些思想家的反对。
首先对墨子“明鬼”说提出质疑的是公孟子。《墨子·公孟》：“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有义不义，无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者
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而为祸福，执“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国安也。自桀、纣以下，皆以鬼神为不神明，不能为祸福，执“无祥不祥”，是以政乱而国危也。故先王之书《箕子》
有之曰：‘其傲也，出于子，不祥。’此言为不善之有罚，为善之有赏。’”（417）孔子讲仁义道德，不言力乱怪神，故后学公孟子提出“有义不义，无祥不祥”，而墨家推行“明鬼”说的依据在于“信鬼神则有贞祥，不信则受灾祸”，故公孟子与之论辩。墨子则因历史传说，谓“桀、纣以下，皆以鬼神为不神明，不能为祸福，执‘无祥不祥’，是以政乱而国危”，即重提信鬼神对于国家治理的威慑作用，来与之论辩。

《墨子》还载有墨子与公孟子关于鬼神的另一次争论。《墨子·公孟》：“公孟子曰：‘无鬼神。’又曰：‘君子必学祭礼。’子墨子曰：‘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419）这里，墨子主要就儒家倡“无鬼神”与“必学祭礼”以祭鬼神的矛盾来反诘公孟子。这一矛盾，可能使公孟子难以解释，故而没有像《墨子》中其他记录公孟子与墨子论辩的那样，再记有公孟子的驳辩或对墨子的训导。

这两次关于鬼神的论辩，皆由公孟子首先发难，提出质疑，而墨子被迫应战，这当是墨子关于此一方面的理论已显示出与儒家不同、但尚未成熟时的事情。
原属于儒家的巫马子也与墨子辩论过鬼神问题。《墨子·耕柱》：“巫马子谓子墨子曰：‘鬼神孰与圣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卜于白若之龟，曰：“鼎成四足
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乙又言兆之由曰：“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使圣人聚其良臣，与其桀相而谋，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也，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385--390）墨子既主张“法夏从圣”以治世，又倡“鬼明鬼佑”以慑世治民，故巫马子以“鬼神孰与圣人明智”质问墨子。
从墨子的答词中可看出两点：其一，墨子答曰“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是其主张“天诛鬼佑”高于“法夏从圣”。墨子此一观点，对于我们梳理墨家治世“十论”中各“论”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其二，墨子据历史证明鬼神之先见，所举为占卜例，似与墨子接受宋所承传的殷商文化传统有关。殷商文化重鬼神而轻社稷，与重社稷而轻鬼神的姬周文化有异。
由此可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墨子“宋大夫”，当有所据。
除公孟子、巫马子外，与墨子论辩过鬼神问题的还有程繁。《墨子·公孟》：“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毁儒也！’子墨子曰：‘儒固无此若四政者，而我言之，则是毁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则非毁也，告闻也。’程子无辞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反，复坐，
进复曰：‘乡者先生之言有可闻者焉。若先生之言，则是不誉禹，不毁桀、纣也。’子墨子曰：‘不然。夫应孰辞，称议而为之，敏也。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应孰辞而称议，是犹荷辕而击蛾也。’”（421--422）从墨子对儒家学说的批评中，可看出儒墨两家论辩的焦点主要为“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即天志明鬼问题、“厚葬久丧”即节葬节丧问题、“弦歌鼓舞，习为声乐”即非乐问题、“命为有”即非命问题。与墨子争论的“程子”，苏时学谓即《墨子·三辩》中载与墨子讨论“夫子曰‘圣王不为乐’”之是非的程繁。
此文载程繁称墨子为“先生”，与《三辩》载程繁称墨子为“夫子”同，程繁或是年辈小于墨子的儒家传人。
由《墨子》之《天志》、《明鬼》诸篇来看，墨子创立鬼明鬼佑鬼罚学说的目的有四：一为限制执政者淫欲无度、糜费资财，倡导节用；二为制止诸侯间连年攻战，平定社会动荡；三为威慑世人，劝人行善去恶；四为教育弟子，统驭内部。前两点，由上述引文已可见。而后两点，从墨子与弟子的某些问答中可以推见。
《墨子·公孟》：“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谓子墨子曰：‘先生以鬼神为明知，能为祸人哉福，为善者富之，为暴者祸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虽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闻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对曰：‘未之得闻也。’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什子，子能什誉之而一自誉乎？’对曰：‘不能。’‘有人于此，百子，子能终身誉亓善而子无一乎？’对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犹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亓多，将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424--425）弟子问“先生以鬼神为明知，能为祸福，为善者富之，为暴者祸之……我何故不得福也”，王念孙云“富与福同”，
“富之”即“福之”。是墨子曾用鬼明鬼佑鬼罚学说教导弟子，劝弟子“为善”不“为暴”以求去祸来福。但如今此弟子却“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故引发此弟子对于鬼明鬼佑鬼罚学说的怀疑。墨子以“匿徒之刑之有刑”来比况“匿人之善”而谓“将有厚罪”，来解释“不得福”的原因，虽有些诡辩味道，但目的在于劝学生持久为善而不懈，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对于墨子所倡导的鬼神福佑说产生疑问而向墨子发问的学生，非仅此一人。《墨子·公孟》载：“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虽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425）墨子以“鬼神为明”、“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教导学生，并且自己身体力行，威于神明而去恶从善，身似“圣人”，但依旧“有疾”得祸，故学生跌鼻有此问。墨子从身体得病的客观原因回答跌鼻的疑问，坚持自己的明鬼说。
而墨子与曹公子的问答，则集中表现出墨子对明鬼说意义的阐述。《墨子·鲁问》：“子墨子士
曹公子于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弗得
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于始也。有家厚，谨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于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夫鬼神岂唯擢季拑肺之为欲哉？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犹百门而闭一门焉，曰“盗何从入”？若是而求福于有怪之鬼，岂可哉！’”（437—438）曹公子从墨子游，得以仕宋，使其家境发生了变化，因而有财力厚祭鬼神，但却不能得福佑，“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于病”，因而困惑不解，请教墨子。墨子以“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若是而求福于有怪之鬼，岂可哉”答之，解说原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墨子早期的明鬼学说，可能仅限于要求弟子和百姓笃信鬼神之有而虔诚祭祀，威于鬼神而不做坏事和亏心事。那么，其明鬼说的早期功能主要在于以此威慑内部、促使弟子严格要求自己。其二，随着弟子学成出仕而引发的社会政治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的变化，墨子在明鬼说中加入新的内容，即“处高爵禄”而“让贤”、“多财”而“以分贫”，从而“求福于有怪之鬼”，得到福佑而使自身和家人平安。这样，明鬼学说就不但是墨家学团成员自律的信条和工具，也成为当时执政者加强自身修养、约束自身言行从而加强自律的信条和工具，这就加深了墨子明鬼说的社会意义。
由上所引及其分析，我们可以对墨子明鬼说作如下综说
（一）由公孟对墨子的质疑，可以看出墨子明鬼说创立的时间为刚刚从儒家集团中分化出之时。儒家不语力乱怪神，其约束内部的方式主要为：主张以“君子”作为目标，强调自身的道德修养，这对有经济能力读书的儒家弟子们来说可以做到。而主要由“贱人”等下层人士组成的墨家集团，其主要人士大部分要为衣食奔波，饥寒所迫之时，可能无所不为，因而再用“君子”为信条来束缚就显得软弱无力。针对此一情况，墨子提出“鬼神为明知，而为祸福”的明鬼说，用以束缚内部，规范弟子言行。
（二）由上述《墨子》诸条引文，还可看出墨子明鬼学说内容性质的前后变化。墨子早期的明鬼学说，主要内容在于宣扬鬼神确有，并且可以明鉴人间善恶，并依据人之善恶，福佑人或为祸人，由此要求弟子和百姓笃信鬼神而虔诚祭祀，威于鬼神而去恶从善。后来，随着弟子身份地位的变化，墨子将明鬼说的内容从仅仅促使弟子洁身自好而扩展到促使弟子选拔人才和“有财以分人”，从而使明鬼说更能发挥净化社会、促进社会改革的作用，使明鬼说更能发挥其社会政治意义。
（三）墨子明鬼说受到内部弟子的长久质疑，这主要是由于明鬼说所宣扬的祸福内容与现实生活间的矛盾造成的。曹公子“谨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于病”，连墨子修善积德为天下奔忙却“有疾”，这均与墨子所宣扬的“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不符。经过了春秋“人神易位”所兴起的“民本思想”熏陶的人们，再用鬼查鬼罚来约束他们，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有鉴于此，故而至迟到秦惠王所处的战国中期，墨家内部就改为依靠连巨子腹[黄享]都不得不遵守的“墨家之法”来严格约束内部了（见《吕氏春秋·去私》）。
五、墨学初创时的内容概说
由以上所引及所述，我们可对墨学初创时期的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一）节葬节丧非乐学说。由《淮南子·要略》所述可知，墨学为改革孔子学说的弊端而生，所以墨学初创时的最主要内容是对孔门儒学的改革与批判，由此而形成了节葬节丧非乐学说，因而引起了以讲孝道著称的孔门弟子曾参的后学公孟子的质疑和批判。由公孟子对墨子的教训口气和墨子自称“翟”来看，公孟子的年资当长于墨子。公孟子坚持“三年之丧”的的理由还是孔子的“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墨子坚持“三月之丧”的理由也还是宰我的“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这应当是墨子虽然产生异端思想，但尚未形成自己学说体系时的情形。节葬节丧学说，应该是墨子最早的学说主张。公孟子还与墨子辩论过“非乐”的是与非，“非乐”也当为墨子所主张的早期学说之一。
（二）非攻学说。子夏亦为孔子的学生且年纪长于曾参，其弟子当与曾参弟子同时或者稍早，从时间上推算他们与墨子的争论也应当发生在墨子初创学说时。《墨子·耕柱》载子夏弟子就“君子有斗”“无斗”向墨子发难，墨子尚无成熟的理论与其辩论，也说明其非攻学说在此时刚刚萌芽。《墨子·鲁问》载鲁君就齐人进攻向墨子讨教应对措施，墨子“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中结邻“以事齐”来应对，既无救宋时的城守措施，亦无止鲁阳文君攻郑时的滔滔辩说，说明其非攻学说此时尚不成熟。墨子止楚攻宋时，既以非攻理论论辩，又有与之相辅而行的守御器械和守城弟子队伍，说明其非攻学说及非攻措施均已形成；参考钱穆考证，我们可知此当在公元前444年，约略在墨子“而立”之年左右。《墨子·鲁问》载墨子止鲁阳文君攻郑时将非攻学说与天志学说结合起来，表现了墨子非攻学说的质的变化，标志了墨家非攻学说的成熟。
（三）兼爱利人学说。兼爱利人学说，是墨子初期学说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墨子初期节葬节丧非乐学说和非攻止战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和基本出发点。其与儒家所倡导的“爱”的内容的最主要区别，在于墨家提倡无等差的博爱，而不是基于血缘亲疏关系的人伦等差之爱，所以巫马子用“以近我与否而施爱”的等差爱与之争论。
（四）鬼监鬼罚、尊天事鬼学说。由时人的论辩与学生的质疑可见，鬼监鬼罚、尊天事鬼学说也是墨子早期学说的要义之一。墨子宣扬此学说的早期目的在于威慑弟子内部加强纪律性以洁身自好、统一行动，其后其目的发展为：使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的中下层执政者由洁身自好而扩展到选拔人才和“有财以分人”，并起到威慑君主，使之勿厚葬以靡财、勿攻伐以扩地。
总之，墨子初创学说时的主要内容在于：在社会经济方面宣传节葬节丧非乐的节用说，在社会政治方面宣扬非攻止战的和平学说，在社会伦理方面宣扬无等差之爱的兼爱说，在宗教哲学方面宣扬鬼监鬼罚、尊天事鬼的天威学说，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伦理、哲学四位一体的早期墨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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